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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坚持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化,已步入实质性的制度创新阶段。如何避免非对称信息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

题,对现阶段政府公共项目财政支出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相关激励机制的设计值得探讨。在农业公共项目上可

以借鉴该类方式方法。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共存时的激励机制设计

吴彦皓 (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030)

摘要  基于政府公共项目财政支出模型 ,着重分析关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存在情况下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当政府面临双重不
完全信息逆向选择问题、无法获知企业真实的生产能力水平道德风险问题、无法观察企业的控制成本努力程度时,如何设计才能迫使企
业选择揭示自身特征 ,同时在满足企业保留效用约束的基础上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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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风险问题( moral hazard) 通常存在于非对称信息

(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发生在合同之后, 逆向选择问题( ad-

verse selection) 通常存在于非对称信息发生在合同之前。在

道德风险问题中, 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知道代理人的类型 ,

但在签订合同后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 ,因此, 委托人的

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促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为的

有效激励机制。在逆向选择问题中, 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不

知道代理人的类型, 但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 委托人的

任务是设计出一个获取代理人私人信息的有效合同。选择

同时体现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基本特征的政府公

共项目财政支出模型,笔者着重分析当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问题同时存在情况下的激励机制设计。

1  模型设计和基本假设

某企业希望承接一个由政府出资的固定规模的项目, 这

个项目是提供公共健康服务的医院建设工程,根据此项目建

立相关基本假设。

假设1 : 项目的建造总成本是 c , 在工程完工之后是可以

被观测的,但是建造成本由属于企业私有信息的2 个主要因

素构成:①固有技术水平 ,体现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是一种外

在因素; ②企业管理者控制成本的努力程度, 是一种内在因

素。为了减少数学方面的复杂程度, 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企

业———高成本类型( H) 和低成本类型( L) 。项目的建造总成

本可以表示为:

ci = θi - a i ,i = L , H ( 1)

这里θi 反映了企业的外生产出效率, 且有θL < θH。提高生

产效率( 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 ,招募高技能素质的工人等) 会

增加生产成本( 产生较高的固定资产折旧水平, 较高的工资

支付水平等) , 是直观的。a i 反映了企业为控制生产成本而

付出的努力( 对生产工资和制造费用的日常控制) ,提高努力

程度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同样是直观的。

假设2 : 对于企业来说, 为控制生产成本而付出的努力 ,

其本身是一种成本。用努力成本函数来表示控制成本努力

程度和努力成本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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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 Ψ( a) , Ψ′( a) > 0 , Ψ″( a) > 0 ( 2)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相同的努力成

本函数。

假设3 : 企业从政府部门那里取得项目的建造资金 yi 。

企业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剩余收入为 s i = yi - ci , 企业的

目标就是使其净利润最大化:

r i = yi - c i - Ψ( ai) = si - Ψ( ai) ( 3)

假设4 : 由政府出资的建造项目会产生固定的公共效用

v。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的建造资金来源于失真的税收筹

集。所谓失真税收意味着单位税收的社会机会成本是( 1 +

λ) ,其中 λ> 0。如果政府所面对的企业是 i 类型的, 可以将

由公共设施建设项目而产生的社会福利 U 表示为 si 和 c i 的

函数:

U= v - ( 1 + λ) yi + [ yi - c i - Ψ( ai) ] = v - ( 1λ)

( si + ci) + [ s i - Ψ( θi - c i) ] ( 4)

其中 v - ( 1 + λ) ( si + c i) 表示扣除了税收机会成本的纳税者

净利益, 而 s i - Ψ( θi - c i) 反映了同为社会福利组成部分的

企业净利润。政府的目标是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

以上关于政府公共项目财政模型的表述和假设体现了

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同时存在的基本特征。信息

不完全是双重的: 一是政府不知道企业固有的生产技术水平

θi ; 二是政府无法观测企业控制成本的努力程度 a i 。政府的

任务是通过相关设计迫使企业的选择揭示自身真实特征, 同

时在满足企业保留效用约束的基础上, 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

大化的合同。

2  弱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合同

所谓弱不完全信息, 指的是仅仅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在

上述模型中 ,政府知道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真实类型, 但无

法观察企业控制成本的努力程度 , 同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函

数[ 1] 和努力成本函数[ 2] 是已知的。企业只有在确保它的净

利润为非负的前提下才会承接项目, 称这种前提为保留效用

约束或参与约束, 当企业的类型为 i 时,可以表示成:

s i - Ψ( ai) = s i - Ψ( θi - ci) ≥0 ( 5)

因此, 政府部门设计的最优合同可以表示为:

max
si ,ci

Ui = v - ( 1 - λ) ( s i + c i) + [ s i - Ψ( θi - c i) ] s . t .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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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 θi - c i) ≥0 ( 6)

s i 和 c i 一阶条件公式是:

- λ+ r = 0 Z λ= r ( 7)

- ( 1 + λ) + Ψ′( θi - c i
* ) + λΨ′( θi - c i

* ) = 0 Z Ψ′( θi -

ci
* ) = Ψ′( ai

* ) = 1 ( 8)

s i
* = Ψ( θi - ci

* ) = Ψ( ai
* ) ( 9)

其中, r 是参与约束的拉格郎日乘数。

弱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最优合同( s *
i , c *

i ) 具有主要的

特征: ①当边际成本控制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得到最优的努

力程度 ,即 Ψ′( a *
i ) = 1。将社会福利函数重新写成 U = v -

λy i - ( θi - a i) - Ψ( ai) , 如果将建造资金 yi 看作常数, 使社

会福利最大化的 a i 满足: dU/ dai = 1 - Ψ′( ai) = 0 Z Ψ′( ai)

= 1。因此在给定建造资金的前提下, 无论企业是高成本类

型还是低成本类型 ,最优合同要求企业提供边际成本控制成

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程度, 因为此时的社会福利是最大

化的。一阶条件中的式( 8) 体现了这个特征。②当企业净利

润最小时社会福利最大: 即 s *
i = Ψ′( θi - c *

i ) 。重新观察社

会福利函数 U - λyi - ( θi - a i) - Ψ( ai) , 因为最优合同要求

企业提供 Ψ′( ai) = 1 的努力成本 , 所以企业的努力成本 Ψ

( ai) 和生产成本 c i - ( θi - a i) 都是常数 , 于是社会福利最大

化等同于建造资金支出 yi 最小化( 因为 λ> 0) 。但是合同必

须满足企业保留参与约束 yi - c i - Ψ( θi - c i) ≥0 , 所以只有

当 yi = c i - Ψ( θi - ci) 时,即 s i = Ψ( θi - c i) 时, 社会福利达到

最大化。虽然高成本类型企业相对于低成本类型企业在生

产成本和相应的剩余收入上要高出θH - θL ,但每种类型企业

的净利润完全被政府抽走。一阶条件中的式( 9) 体现了这个

特征。

图1 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

由图1 可见,所得出的在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的特

征,曲线 r L= 0 表示低成本类型企业的净利润为零( s L - Ψ

( θL - c L) = 0) 的无差异曲线。同样, 图中曲线 r H = 0 表示高

成本类型企业的净利润为零( s H - Ψ( θH - c H) = 0) 的无差异

曲线。类型为 L 的保留无差异曲线必然位于类型为的保留

无差异曲线之上,因为在相同的生产成本 c i 条件下, 类型 H

必须提供更高的努力程度: Ψ( θH - c i) > Ψ( θL - ci) , 然而为

了确保企业的保留效用, 政府必须向类型 H 提供更高的剩

余收入 :s H> s L。由最优合同的特征②可知,( s *
i , c *

i) 必然

分别位于无差异曲线 r L= 0 和 r H = 0 之上。

关于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可以通过对( 5) 运用隐函数定理

得到证实:

ds i/ dc i = - Ψ′< 0 , d2s i/ dc2
i = - Ψ″> 0 , ( �/�θ) ( dsi/

dci) = - Ψ″< 0 ( 10)

从( 10) 可以看到, 在任何组合( c i , s i) 上, 增加 θ会使无差异

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意味着低成本类型的无差异曲线要比高

成本无差异曲线来得平坦, 这就是所谓“单次穿越条件”。同

样需要说明的是,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仅仅取决于 c i 而非 s i ,

这就意味着垂直方向上每种类型的无差异曲线都是平行的。

由最优合同的特征( a) 我们知道, 对于每种类型的企业: Ψ′

( ai) - 1 , 所以政府部门提供在保留无差异曲线上满足斜率

为- 1( dsi/ dc i = - 1) 的最优合同 L * 和 H * 。

在弱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 , 即政府知道企业的类型 , 但

无法观察企业的努力程度的情形下, 政府部门可以设计出在

满足企业保留效用约束的基础上 ,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的最优合同 L * 和 H * 。

3  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次优合同

强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可表述为: 政府既不知企业生产技

术水平的类型,也无法观察企业控制成本的努力程度。假设

政府要求企业先报告其类型, 然后根据类型提供弱完全信息

下的最优合同( s *
i , c *

i ) 。如果企业总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角度出发来选择合同 ,无论企业的真实类型是什么, 都会

提供高成本类型的报告,然后得到合同( s *
H , c *

H) 。

借助图1 使分析更加直观。如果企业的真实类型是 H ,

合同 H * 位于其保留无差异曲线上, 说真话其净利润为零

( s H - Ψ( θH - c H) = 0) ; 合同 L * 位于其保留无差异曲线下

方,说假话其净利润为负( sL - Ψ( θH - c L) < 0) 。类型 H 为

的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选择说真话, 得到合同 H * 以确

保其净利润为非负。如果企业的真实类型是 L , 合同 L * 位

于其保留无差异曲线上, 说真话其净利润为零( sL - Ψ( θL -

cL) = 0) ;合同 H * 位于其保留无差异曲线上方, 说假话其净

利润为正( s H - Ψ( θL - c H) > 0) 。类型为的企业从自身的利

益出发会选择说假话, 得到合同 H * 以确保其净利润为正。

因此, 弱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合同在强不完全信息下不再具

有兼容激励,即无法促使企业选择满足政府期望的行为。于

是, 政府需要建立一种约束 ,具有使每一种类型的企业揭示

自己真实类型的激励功能。政府根据企业关于 θ类型的报

告而提供给他的合同 ,至少满足说真话给企业带来的效用不

低于说假话。

类型 H: s H - Ψ( θH - c H) ≥S L- Ψ( θH - cL) ( 11)

类型 L : s L - Ψ( θL - c L) ≥S H - Ψ( θL- c H) ( 12)

( 11) 、( 12) 式不等号左边表示2 种类型的企业说真话获

得的净利润,不等号右边表示2 种类型的企业说假话获得的

净利润。政府甚至没有必要要求企业提供关于其θ类型的

报告, 只要向其提供满足( 11) 、( 12) 的合同, 企业在选择合同

时自然而然会揭示自己真实的类型。

在强不完全信息下的次优合同必须是既能满足兼容激

励约束( 12) 、( 13) 又能满足保留参与约束。

类型 H: s H - Ψ( θH - c H) ≥0 ( 13)

类型 L : s L - Ψ( θL - c L) ≥0 ( 14)

激励约束( 11) 、( 12) , 参与约束( 13) 、( 14) 中的2 种约束

是严格不能取等的。第1 种是参与约束中类型为 L( 14) 的情

况。如果政府提供刚好满足企业保留效用的合同 ,将无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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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类型 L 企业的真实报告 ,类型 L 通常会通过假装是类型 H

而使自身情况变得更好。于是为了促使类型 L 企业通过选

择合同来揭示自己的真实类型, 次优合同必须给他带来高于

保留效用的利润, 其实是对于他拥有垄断的低生产成本私有

信息的补偿。因此, 在次优合同中,参与约束中类型 L( 14) 的

情况是严格不能取等的。第2 种是激励约束中类型为 H 的

情况。借助图2 使分析显得更加直观。合同 a 是为类型 H

准备的, 合同 b 是为类型 L 准备的。对于类型为 H 的企业

而言, 合同 a( 说真话) 和合同 b( 说假话) 对其具有相同的效

用水平, 等价于激励约束( 11) 取等。对于类型 L 企业而言 ,

合同 b( 说真话) 位于保留约束上方, 合同 a( 说假话) 位于其

保留约束下方,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合同 b。如果政府保持

合同 a 不变 ,而将合同 b 沿着垂直方向下降至类型 L 的保

留约束曲线之上, 以合同 c 来表示。此时类型为 H 的企业

会选择合同 a 而非合同 c , 因为合同 c 位于其保留约束下

方;类型 L 企业会选择合同 c 而非合同 a , 因为合同 a 位于

其保留约束下方。将合同 b 调整为合同 c , 仍然同时满足2

种类型企业的激励约束和参与约束, 而就政府而言会更加偏

好合同 c ,因为在相同生产成本水平( b 和 c 位于同意垂线

上) ,合同 c 相对于合同 b 意味着更少的剩余收入 s c < s b , 也

就意味着更高的社会福利。因此, 在次优合同中, 激励约束

( 12) 中类型 H 的情况是不能取等号的。

图2 高成本类型企业的激励约束严格取等

在强不完全信息情形下, 假设政府知道企业是类型 i =

L , H 的事先概率为πi , 并且πH +πL = 1。政府的任务是通过

选择 s L , s H , cL , c H , 寻求社会整体福利的期望值最大化:

E( U) = ∑πi[ u - λsi - ( 1 + λ) c i - Ψ( θi - c i) ]

i = L , H ( 15)

去除多余的约束, 公共项目财政支出问题的拉格朗日函

数为:

L =πL[ U - λs L - ( 1 + λ) cL - Ψ( θL - cL) ] + πH[ U - λs H

- ( 1 + λ) c H - Ψ( θH - CH) ] + r H[ s H - Ψ( θH - c H) ] + UL[ sL

- Ψ( θL - c L) - s H+ Ψ( θL- c H) ] ( 16)

因为参与约束中类型为 L 的情况和激励兼容约束中类型为

H 的情况是不能取等号的, 因此拉格朗日乘数 r L 和 UH 为

零, 所以它们不出现在( 16) 中。因此一阶条件是:

LsL= - λπL + ÛL = 0 ( 17)

LsH = - λπH+ Û H - ÛL = 0 ( 18)

LcL = - πl[ ( 1 + λ) - Ψ( θL- ĉ L) ] + ÛLΨ̂( θL - ĉ L) = 0

( 19)

Lc H= - πH[ ( 1 + λ) - Ψ( θL - ĉ H) ] + r̂ HΨ̂( θH - ĉ H) -

ÛLΨ′( θL- ĉ H) = 0 ( 20)

Lr H= ŝ H - Ψ( θH - ĉ H) ≥0  r̂ H≥0  r̂ HLr H = 0 ( 21)

LUL= ŝ L- Ψ( θL - ĉ L) - ŝ H + Ψ( θL - ĉ H) ≥0  ÛL≥0  

ÛLLUL = 0 ( 22)

图3 强不对称信息情形下的次优合同

由图3 可见, 在强不对称信息情形下的次优合同( ŝ i ,

ĉ i) ,i = L , H 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①类型 L 的激励兼容约束

( 12) 严格取等, 合同( ŝ i ,ĉ i) 位于类型 L 保留无差异曲线 r L =

0 上方的无差异曲线 r L > 0 上。回忆假设[ 2] 和式[ 8] , 观察

式[ 17] , ÛL = λπL , 因为λ> 0 所以 ÛL> 0。据此可以推出[ 22]

中 LUL= 0。综合合同( ŝ i ,ĉ i) 位于无差异曲线 r L > 0 上以及类

型 L 的参与约束严格不取等的结论,强不完全信息下的次优

合同( ŝ i ,ĉ i) 对于低成本类型的企业而言是无差异的, 无论其

选择哪个合同 , 他都会获得相同的净利润。②类型 H 的参

与约束( 13) 严格取等, 合同( ŝ H ,ĉ H) 位于类型 H 保留无差异

曲线 r H= 0 上。观察式( 18) ,( r̂ H= ÛL + λπH , 因为( ÛL > 0 , 所

以 r̂ H) > 0。据此可以推出式( 22) 中的 Lr H = 0。结合( ŝ H ,ĉ H)

合同位于类型 H 保留无差异曲线 r H = 0 上以及类型 H 的激

励兼容约束严格不取等的结论, 强不完全信息下, 类型为 H

的企业只会选择合同( ŝ H ,ĉ H) 而非( ŝL , ĉ L) , 其获得的净利润

为零。③合同( ŝ L ,ĉ L) 没有发生扭曲,与弱不完全信息情形相

比,低成本类型企业保持相同的努力程度和生产成本。通过

[ 17] 和[ 19] 将( ÛL 消除, 得到 Ψ′( θL - ĉ L) = Ψ′( âL) = 1。因

为 Ψ′( θL - ĉ L) = Ψ′( a *
L) = 1 , 所以 ĉ L = c *

L , âL = a *
L 。因此 ,

不完全信息下的次优合同位于无差异曲线 r L > 0 上斜率为

- 1( ds L/ d̂c L = - Ψ′( θL - ĉ L) = - 1) 位置,在与弱不完全信息

下最优合同一致垂线上方。虽然次优合同仍然有效, 但政府

必须向低成本类型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利润。④合同( ŝ H ,

ĉ H) 发生扭曲:与弱不完全信息情形相比 ,高成本企业的努力

程度较低 ,同时生产成本较高。通过( 18) 、( 20) 将 r̂ H 消除 ,

得到:

Ψ′( θH - ĉ H) = 1 - λ
( 1 + λ)
πL

πH
[ Ψ′( θH - ĉ H) - Ψ′( θL -

ĉ H) ] ( 23)

由假设1 中θH> θL 和假设2 中的 Ψ″> 0 ,可得:

Ψ′( θH - ĉ H) - Ψ′( θL - ĉ H) > 0 ( 24)

所以高成本企业努力的边际成本低于它的边际收益, Ψ′

( θH - ĉ H) < 1。由于 Ψ′( θH - ĉ *
H) = 1 , 因此强不完全信息下

的次优合同位于无差异曲线 r H= 0 上合同 H * 的右边, 无差

异曲线 r H= 0 和 r L> 0 的交点处。合同向右偏离的原因在于

为了降低必须支付给低成本类型企业的利润,高成本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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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水平只得背离最优水平。

值得说明的是 , 次优合同其实是在通过降低类型为 H

企业的努力程度进而减少社会福利与通过向类型为 L 企业

支付利润进而减少社会福利之间做出最优的权衡。这种权

衡的位置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借助( 23) 进行分析, 例

如, 政府事先估计企业是类型 H 的概率越小,合同( ŝ H , ĉ H) 发

生扭曲就越是无关紧要。当πH 变得越来越小, 类型为 H 的

企业提供的努力程度也就越来越小, 合同 Ĥ 沿着类型为 H

的保留无差异曲线向右背离的距离越来越远, 合同 L * 垂直

向下移动,越来越接近最优合同 L * 。同样 ,改变税收扭曲成

本( λ) 或改变类型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θL) , 也会对最优权

衡的位置产生影响。

最后比较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与强不完全信息下

次优合同产生的社会福利期望值。为了便于比较,将弱不完

全信息下社会福利期望值表示成 : E( U * ) =πHU * + πLU * =

πH[ v - ( 1 + λ) ( s H + c H) ] +πL[ v - λs L
* - ( 1 + λ) cL

* - Ψ( θL

- c *
L) ] ; 将强不完全信息下社会福利期望值表示成: E( Û) =

πHU+πL̂U =πH[ v - ( 1 + λ) ( ŝ H + ĉ H) ] +πL[ v - λ̂s L - ( 1 + λ)

ĉ L- Ψ( θL- ĉ L) ] ;先比较高成本类型企业由于合同变化而导

致的社会福利差异 :因为 Ψ′( θH - ĉ H) < 1 ,所以( ĉ H - c H
* ) >

( s H
* - ŝ H) , 进而得到πHU * > πĤU。因此, 如果政府面对的

企业是高成本类型的 ,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 s H
* , c H

* )

调整为强不完全信息下次优合同( ŝ H , ĉ H) 的结果使得社会福

利严格降低;再比较低成本类型企业由于合同变化而导致的

社会福利差异: 由于 cL
* = ĉ L , 同时 Ψ′( θL - c L

* ) = Ψ′( θL -

ĉ L) ,然而 s L
* < ĉ L , 得到πLU * >πL̂U。因此, 如果政府面对的

企业是低成本类型的, 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 sL
* , cL

* )

调整为强不完全信息下次优合同( ŝ L , ĉ L) 的结果同样使得社

会福利严格降低。

总之, 与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相比, 强不完全信息

下次优合同所产生的社会整体福利期望值降低了: E( U* ) -

E( Û) =πH(1 + λ) [ ( ŝ H + ĉ H) - ( s *
H + c *

H) ] +πLλ( ŝL - s L
* ) > 0。

政府产生了一个由无法获知企业类型而导致的成本, 或称

为决策制定成本 , 在数量上等价于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程

度。然而 ,当政府应用次优合同时该成本最小。

4  结论

( 1) 基于的政府公共项目财政模型的论述和分析 , 体现

了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同时存在的基本特征。

( 2) 在弱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 即政府知道企业的类型而

无法观察他的行为( 仅仅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 只有当企业

提供的努力程度满足边际成本控制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同

时获得保留效用( 净利润为零) 时社会整体福利最大。政府

可以通过设计最优合同( s i
* , c i

* ) 来控制企业的努力程度

和净利润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的政策目标。

( 3) 在强不完全信息情况下 , 即政府既不知道企业的类

型也无法观察他的行为( 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同

时存在) , 政府将在降低高成本类型企业的努力程度与向低

类型企业支付利润之间作出的最优权衡。政府设计具有激

励机制的次优合同( ŝ i , ĉ i) , 以支付给低成本企业高于保留

效用的净利润为代价来揭示其类型 , 实现社会福利最大的

政策目标。

( 4) 与弱不完全信息下最优合同相比 , 强不完全信息下

次优合同所产生的社会整体福利期望值降低了, 原因在于

政府产生了一个由无法获知企业类型而导致的成本, 也可

以理解为政府向拥有垄断私有信息的低生产成本企业提供

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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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进程创造了良好条件。信息化建设是技术密集型和资

金密集型的投入 , 投资决策若不考虑应用性和前瞻性相结

合, 就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 , 致使信息化装备和管

理系统惨遭淘汰。而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性 , 忽视其适用

性, 不注意与现有信息基础设施相结合, 也会造成重复建设

和无效投入。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 , 应注意信息、技术、设

施、管理等信息化要素的共享, 搞好社会和专业的分工与协

作, 避免重复建设和无效投入。遵循“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平台、统一编码”原则, 这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大前

提。大型企业具有众多的子公司、事业部 , 不同部门之间都

要实施信息化建设 ,实现网络互联和信息共享 , 特别需要加

强规划、突出重点、优化配置资源。中小企业, 由于专业人

才和技术装备缺乏 , 信息化建设尤其要注意与专业公司搞

好分工与协作 ,避免小而全。同时, 还应高度重视和切实保

障信息系统的安全。

5  建议

总体而言,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我

国企业信息化建设有了一定基础, 具备了加快推进的条件。

特别是国内一批重点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 , 近70 % 的

国家重点企业表示信息化建设带来了明显的效益。但企业

信息化建设不能搞“一刀切”, 每个企业都有其特点, 信息化

建设一定要结合企业实际。比如: 有条件的大企业 , 其信息

化建设不应再走从单机应用逐步到网络集成的老路, 应当

是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化 ; 信息化建设基础比较薄弱的

中小型制造企业, 也不能贪大求全, 盲目追求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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